
63

批評與回應《文化研究》第二十九期（2019年秋季）：63-85

空間與文化研究分析框架的對話

A Discussion of Spatio-cultural Analytical Frameworks

陳東升 ＊

Dung-Sheng CHEN

一、空間與文化研究分析的初步架構

回顧臺灣的空間與文化關聯性的研究有兩種策略，一種是選擇從已經

發表的文獻統整與評述中，歸納出研究重點和主要的研究發現，這是一項

基本的工作，非常有參考價值。另外一種策略是從空間與文化的相關理論

發展來提出一個分析架構和分析原則，並且運用這些原則來探討：為什麼

臺灣過去累積的空間與文化研究成果會以特定的主題為焦點？為什麼有些

議題、有些理論觀點並沒有系統性發表研究成果？過去累積的論文整體呈

現出甚麼樣的限制？為確保本文的學術討論更具有比較意涵，作者採取第

二項策略，與王志弘刊於本期的論文〈臺灣都市與區域發展之文化策略批

判研究回顧，1990s－2010s〉（下簡稱〈文化策略〉）進行對話，並提出

一些研究方向上的建議。

本文將探究（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文化轉向、（二）文化研究

的空間轉向，與（三）空間研究的文化轉向等三個面向，因為空間研究的

文化轉向是受到更廣泛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文化轉向所發展的理論觀點之影

響。1960年以後對於空間（區域和都市空間）的理論分析，主要是以馬克

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代表，但是從1990年代開始出現文化研究或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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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向；同時，文化研究的學者也逐漸理解到空間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因此也出現文化研究的空間轉向。每次的轉向都帶來新的理論元素、新的

分析視野，將這些轉向後的論點進行一個整合，就可以提出一個初步的架

構，來當成評述〈文化策略〉一文的參考基礎。

社會與人文科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和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興起有著密

切的關連性。這個學派的創始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霍

加特(Richard Hoggart, 1918-2014)、霍爾(Stuart Hall, 1932-2014)等人分析的

焦點在於大眾文化、工人階級文化，以及稍晚期關注社會團體的次文化。

這個學派的開端，是研究英國工人階級文化如何在當代社會逐漸衰退的問

題。受到批判理論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他們提到高度商業化的文化企

業打造流行文化，壓抑工人的文化體系。而他們也寬廣地接受不同的理論

觀點，認為閱聽人並不只是被動接受各種管道傳播的內容，而是有可能透

過挪用、改造這些內容，發展出行動者的自主性(Hall 1997: 61-62)。另外一

方面，他們相信生活在一個社會的不同群體可以發展出和主流文化不同的

次文化，並且充分展現出這些群體的主體性(Hebdige 1979)。英國文化研究

強調日常生活文化的分析，而非聚焦在精緻文化或是菁英文化，展現常民

或是不同社會群體建構文化主體（認同、意義、感受等）的可能性。

英國文化研究學派提出文化迴圈的分析架構，指出文化的生產、消

費、認同、再現與調節（管制）是交互作用的基本元素(T h o m p s o n 1997a: 

3)。在其他四個元素中，加入調節（管制）的概念，主要還是因為存在一

些對於文化體系運作主導者的關注，例如國家或是大型企業，擁有權力和

資源可以控制或操弄公眾，建立一個穩固的意識形態，支持既存的政治經

濟制度，以維持資本積累或是統治的正當性。而最為深入的管制是從外部

導向內部的，從國家管制發展到自我生活方式、價值信念的管制(Thompson 

1997b: 17)。不過這樣的支配並不是絕對的，因此相關的行動者可以回應或

對抗。調節的概念主要是援引自主張生產與消費要有契合性的法國調節學

派，但是調節（管制）做更為廣泛的使用，經常和治理交互使用，兩者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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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被當成同一個概念。這是因為文化調節或是文化治理可以是對於文化政

策的協商過程，也可以是對於行動者的感受與意義、社會價值體系的協商

過程（就是所謂的文化政治）(Schmitt 2011: 38-40)。換句話說，狹義的文

化治理是指：利害相關的行動者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管道，對於國家文化政

策的協商與運作(steering)，以及國家透過文化政策來影響（甚至於控制）相

關行動者、影響（操弄）各種不同的文化客體。例如，歷史建築的指定、

特定團體的語言資料庫建置、電影補助、流行音樂產業推動等；而比較寬

泛的文化治理，則是泛指日常生活的（國家間接介入）行動者與他人的

意義、感受、知識的協商和運作，以及這些作為對於參與者的後續影響。

梳理英國文化研究的理論，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重點。第一，社會行

動者的自主性在文化體制的運作下，仍有可能性。不同社會群體的行動者

可以組合、創造、協商出不同於主流文化的元素，成為自我認同、抵抗的

媒介。第二，從比較寬廣的文化運作歷程的角度而言，不同行動者擁有的

權力是有差異的，因此國家和企業的角色特別受到重視，國家透過文化政

治、企業透過控制大眾傳播工具或是生產製作文化物，而具有相當程度的

文化主導權。第三，國家透過文化政策的介入（調節）摻雜不同的目的，

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和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可能是維持社會獨特的認同和

自主性；對於文化創業產業資源和政策協助，則是依循著資本主義的邏輯

來維繫資本持續的積累，不過這些文化政策主要還是服膺政治權力和經濟

利益的邏輯。文化治理相對於文化調節，帶有更廣泛的意涵，但仍然會限

縮我們對於文化建構的視野，畢竟文化除了治理以外，還有文化轉譯、文

化搓揉與迴轉、文化組裝等各種不同的面向。

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對於區域和都市空間的探究是比較有限的，因此我們

需要討論空間政治經濟學的文化轉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空間轉向，來凸顯區域

和都市的空間性如何和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制度的運作產生交互影響。

空間的重要性在空間政治經濟學的討論最為清晰，哈維(David Harvey 

2008[1982])關於透過空間修補來克服資本主義資本積累危機的討論，發展

空間與文化研究分析框架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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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空間修補的理論(the theory of the spatial fix)。空間的配置與固著性也是生

產與資本積累必要的條件，而且這些固定的空間配置必須要不斷地擴大以符

合持續成長的資本主義之需求，但是矛盾的是，這些空間配置必然將成為

投資與利潤取得的障礙，而它們必然被摧毀掉，以解決對於資本積累的干

擾。這些建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s)需要不斷地蛻變，而每一次投入龐大

資金所新創的環境，卻成為固著而無法變動的元素，先是促進資本主義的

發展，但接著變成需要掃除的障礙，變成貶值的資產。舉例來說，1930年

代美國經濟大蕭條，市場需求不足，所以發展出郊區化的居住方式，大量的

居民從城市公寓移居到鄉村，居住在單一房屋的住宅，房屋市場的需求大量

提升，帶動建築、金融、汽車與其他產業的發展，以及整體市場需求的提

升。郊區化當然解決了一部分問題，可是也造成都市內城破敗的問題，都市

整個硬體結構都被放棄，成為貧民窟，這種符合資本主義特定需求的空間改

造，通常是大破大立的，而且不利於弱勢群體。這裡的空間性是從已經存在

的空間條件中，投入資金改變其內涵來增進資本積累的功用；但是同時，

被建構的空間性成為限制下一階段資本積累的變項，空間也因此成為資本

主義發展中一個無法忽視的因素。哈維(ibid.)的空間性的理論意義在於空間

不只是一個被動的物質條件，它是資本積累循環的關鍵因素，既是被資本

家、地方政府或是其他行動者共同建構的環境，用來暫時解決經濟危機，

同時被建構的空間又成為造成下一階段更為巨大的經濟危機的潛在因素。

但是1990年代歐美社會區域與都市結構變遷的作用機制，也因為資本

主義積累模式的改變，以及服務業、知識經濟、象徵經濟逐漸取代製造業而

有顯著的差異。1980年代主導區域和都市研究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聚焦在生產關係、勞動過程與階級衝突、資本積累危機、資本主義全球拓

展和修補等面向，已經無法充分理解區域和都市空間的變化(Ribera-Fumaz 

2009; Soja 1999)，必須要建構出一種新的捕捉文化元素對空間轉變之影響

的經濟模式。空間與都市研究文化轉向的理論觀點，有一部分受到英國文

化學派興起的影響，但也結合了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不同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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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都市和空間的經濟發展不只在製造業、金融投資、生產性服務

業和一般服務業，也要透過符號經濟、創新創意經濟和休閒旅遊經濟來增

加區域或是都市的優勢，持續累積龐大經濟利益(Scott 1997)。符號經濟的

推動促使新的文化產業和文化群落的興起，將都市或是區域特有的文化資

產當成吸引更多觀光客消費的特殊場域(M o m m a a s 2004: 522)；或者創造

出都市或區域的奇觀景象，建立最高建築、興建歌劇院或博物館、設置大

規模主題樂園等等(Z u k i n 1993)；或者創造出一種友善的、有質感的生活

風格來吸引旅客、吸引享受生活的創意創新者、創業者及富裕中產階級的

入住，活化都市的經濟活動(Mommaas 2004; Zukin 1989)。這些追求都市

開放、豐富、多樣生活的新享用者，透過文化創作、設計、知識技術突破

等，將移居的都市或是區域空間打造成具有創新創意優勢的場域，更具有

競爭的優勢，此即所謂的創意城市或區域。這樣的都市和區域發展的模式

仰賴文化元素的高度融入，而且經常要透過政府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或者

更為廣泛的文化政策的介入，來提升區域或都市優勢。透過政策來推動文

化創意產業的策略，主要是在知識經濟和全球新自由主義普及的特殊政治

經濟環境下，例如，英國工黨調整既有的政策立場，所生成的偏中間政策

路線(Galloway and Dunlop 2007)，雖然使用的名詞改變、有權力行動者介

入的手段不同，但是和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文化工業所造成的問題，本質

上還是類似的：整個空間與經濟變遷主要服務資本階級或是文化創意階級

的利益。據此，都市社會學者祖今(Zukin 1996)提出更基本的質疑：都市發

展使用的是誰的文化、誰的空間？文化應用和經濟發展是為了誰？

第二，區域和都市發展，不完全是由資本主義的力量搭配國家的權

力，由上往下的支配，而可能是區域或是都市的代表性行動者，掌握自己

的特殊資產或文化元素（所謂的特殊氛圍）(S t o r p e r  1997)，建立各式各

樣的聯盟提出策略，協商或是爭取可能的發展機會。但是，這些區域或都

市代表性行動者也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競爭邏輯的主導。一個區域或都市得

到經濟機會，就表示有其他地方失去發展的可能性。因此，區域間或者城

空間與文化研究分析框架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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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內部的不平等發展，並沒有因為由下往上的區域和都市自主性得到緩解

(Logan and Molotch 2007[1985])，因為在新自由主義的脈絡下，區域或是都

市空間特殊的文化元素，也只是被用來在這個經濟框架下彼此競爭，並沒

有解決基本的經濟問題。

第三，洛杉磯學派則是觀察洛杉磯特殊都市變遷的型態，其主張與

後現代主義理論是契合的，其中以索亞 ( S o j a  1 9 8 9 )所寫的後現代地理學

(postmodern geographies)為代表。這樣的空間是去空間性、被監看、擬像、

分裂與零碎的，就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所提到的，都市

成為可以任意書寫剪接的文本。這樣的空間之消極的意義在於，空間的行

動者之間組織動員的連結因為空間的區隔分散而減弱；但是積極的面向則

是，洛杉磯學派的都市研究發現，後福特主義、後現代主義時期的都市是

一個拼湊多樣的場域，因此後現代都市空間的出現，顯示出階級不再是空

間的主導行動者，而是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社會行動主體。這類針對都市空

間行動者的討論比較接近柯司特(Manuel Castells 1983)的觀點，認為都市社

會運動不會只限定在階級運動，而是公民運動；不過另外一位都市理論家

哈維(1989)則認為，都市經驗促成的社會行動仍然以階級身分為核心。

第四，地方感和都市日常生活的研究文獻指出，區域或都市公眾抵

抗資本主義運作雖微小但仍有意義。都市或空間文化元素並不是國家、企

業組織、創意階級完全掌握的工具，專門用來鞏固權力的正當性與經濟利

益的累積；相反地，公眾有可能從生活經驗或是共同建構的地方感來組

織動員，發展出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 1991)或是德・塞托

(Michel de Certeau, 1925-1986)等(1998)所謂空間日常生活的抵抗。再者，地

方感和日常生活經驗的形成，仍須面對著嚴峻的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擴散

的情境，亦即一種跨過民族國家空間尺度邊界的統一化、同形化力量(Scott 

1997)。一方面，跨國企業強勢地傳播特定的消費文化內容以便擴大市場規

模，都市、區域或是地方特殊的文化元素，對於在地公眾的影響力大幅下

降；另外一方面，都市、區域或地方雖然發掘出獨特的文化元素，但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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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吸引更多跨空間的消費者，大幅度融合或修整這些文化元素，使得地方

感與差異空間逐漸消失。即便是在後現代主義的都市，要維持差異和空間

的獨特性仍是很不容易的。

文化研究的空間轉向則主要是受到法國後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A r i a s 

2010)，其中以列斐伏爾的理論觀點最具特色。列斐伏爾(1991)的空間理論

是建立在空間日常活動(spatial practice)、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 of space)

及再現的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三個元素的（矛盾衝突）辯證模式1，

突破馬克思主義的雙元對立論(S o j a 1999)。空間日常活動就是那些在空間

場域中單調、平凡、疏離的行動，空間以每天規則生活的框架被感知；空

間的再現是對於空間的論述(d i s c o u r s e o n s p a c e)，主要是由都市規劃、建

築、系統工程、社會學所建立起來的對於空間的論述；再現的空間則是建

立在活出來的、安身立命的、整體人性(total person)經驗上對於空間的論述

(discourse of space)。再現的空間會從共感經驗的呈現(moments of presence)

中衍生出來，也可以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環境中的有意義的歷史遺跡之上，

或是提出一種烏托邦元素來驚醒人們對於空間化的想像。通常專業空間的

論述是支配性的，他們基於階級利益，以特定論述創造出特定的空間形

式，取代公眾在日常生活經濟中有意義的體驗，使得公眾產生疏離的空間

關係。不過社會行動者在生活中還保有看穿這些單調、無意義空間關係的

可能性，進而抵抗或改造這樣的支配體系。列斐伏爾舉出資本主義城市的

貧民區可能是再現空間的例子，因為它不在國家空間規劃或是資本運作的

邏輯支配下，顯現出差別性使用(appropriation)空間的方式及象徵意義，所

以它可能建立在社群對於空間使用的想像之上，發展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社

會關係。又或者列斐伏爾以空間佔領為例，提到學生運動佔據大學校園、

政府辦公大樓等，要求空間解嚴、平等參與、支持工運等，賦予這些權力

控制的空間另外一種使用意義。

1 空間日常活動通常是感知的(perceived)，特別是當代社會被壓縮到視覺的感知，
是疏離的；空間的再現是理性推理(thoug ht or imag ined)出來的；再現的空間則
是把生命當成是作品創作過程而活出來的(lived)，不是疏離的。

空間與文化研究分析框架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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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列斐伏爾(ibid.)的論點，空間是物質的存在，卻又承載著不同時代

的意義與當下行動者所建構的意義、認同或意識形態，因而成為特定空間

無可取代的特徵，空間就被社會生產出來（空間的再現）。但是已經存在

的物質與社會共同構成的空間將會影響下一個階段社會行動者的行為，可

能限制其選擇，但是又賦予生活在這個空間的行動者不同的能動性。空間

就是政治、經濟、文化需要共同構成的面向，沒有空間就沒有政治、經濟

與文化。常民生活空間就是一般民眾在物質空間中的相遇，但是唯有共同感

受到改變的可能性，且共同擁有生活經驗（地方感），才能夠採取集體行動

來挑戰體制。社區、都市或是區域的一般民眾（不一定是菁英）透過空間

場域（催化的條件）的日常生活經驗的連結，是可能成為挑戰支配性的政

治、經濟或是文化體制的行動者。這些民眾從空間中的日常生活所發展出

來的抵抗，所使用的可能就是一些微小、不易察覺的（空間，但是不限於

空間）戰術，而不是充分思考後規劃的策（戰）略(de Certeau et al. 1998)。

根據前面對社會科學研究的轉向、空間研究的文化轉向、文化研究

的空間轉向的評述，本文可以提出一個對於空間、社會與文化可能的分析

架構，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參考這樣的框架深化討論，或許有機會透過逐

步累積研究成果，更為完整地探究空間、社會與文化的關聯機制及其影

響。第一，文化不應該於任何理論中缺席，但是文化不必也不應該是核

心，而是同時和政治、經濟、社會與空間向度交互作用，成為一個持續存

在的元素。因此，空間轉向或是文化轉向，主要是將那些過去被學術社群

忽略的因素帶回分析的架構。這些不同的面向的交互作用，有很多可能性

待討論，治理只是其中的一種，是在特定的政治經濟權力關係、空間性及

行動者網絡結構下，所發展出來的互動模式。如果使用拉圖(Bruno Latour 

2005）持續組裝的概念來描述在這些面向的不同行動者(actant)的可能互動

模式，理論分析的視野會更為寬廣，而且在深度描述過程中，更能理解特

定互動模式發生的社會歷史條件，以及主導的互動模式和其他潛在或被忽

視的模式之間連結的可能性。由於文化、空間與政治經濟的交互作用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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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組裝的，因此要挑戰支配的權力結構不會也不可能是單一路徑的；唯文

化論、唯物質論、唯政治經濟論方案應該都是不會成功的。

第二，在持續組裝的行動者網絡中，行動者由任何一個路徑發動的

改變都是可能的，但是我們必須特別注意到政治經濟關係中，被支配者的

行動可能性和選擇的行動方案。在全球主導文化傳播、時間壓縮空間、市

場經濟普及、政治權力支配等影響下，面對著逐漸被抹除的地方感、社會

差異性和商品化的日常生活經驗，行動者是如何從細微瑣碎與慣性的生

活中，發展出變革的機會與實踐方式的？同時，面對如此龐大的結構性支

配力量，在挫敗中又是如何能夠持續改革的？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家吉布

森－葛拉菡(G i b s o n-G r a h a m 2006)的社區經濟理論提出相當精彩的觀點。

面對全球資本主義利潤邏輯主導與國家機器的合謀，小鎮開採煤礦供應發

電廠，卻因為成本太高而經濟衰敗。失業與失望的在地居民透過對社區社

會、人力、文化資產的正向盤點，連結起彼此的地方空間生活經驗，發展

出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的社區經濟方案，在全球市場經濟體制中找到一個符

合在地價值和需求的另類經濟和生活方式（文化）。而這樣的在地經驗的

影響不只在地，透過跨國社區經濟體的連結，也逐漸產生對於全球市場經

濟體制的些微影響。

第三，根據前面的討論，文化是從精緻的轉換到公眾的和日常生活

的，要理解文化，則需更全面地觸及文化與政治經濟、空間之間的交互關

係，才能使其清楚顯現出來。文化具有時間的貫穿性和空間的並置性，不

同時期的文化元素都可以在空間場域（特別是都市）展現出來。雖然空間

壓縮了文化的時間向度，但是這樣的並置卻也開創出新文化元素來促成行

動者的出現，以及行動者運用文化元素來推動變革的可能性，這是本雅明

提出漫遊者概念所要彰顯的論點。不過文化的空間並置性，也可能出現上

位或外部空間文化去掃除下位或是地方空間文化獨特性的現象。文化究竟

是為了利潤的積累而成為商品，還是可以在強大的市場機制中保有其非商

品性？這個核心議題是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文化研究所關注的。簡言之，

空間與文化研究分析框架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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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由優勢群體操控而成為意識形態，進而鞏固其支配地位；抑或是文化

具有賦予不同的社會行動者主動性和抵抗的可能性，這是另外一個重要的

分析面向。

第四，空間不能只被視為容器，也必須被視為作用者。雖然空間無法

主動提案、提出策略，但是空間會是所有文化、政治、經濟與社會變動的

作用者。分析架構中，必須包含空間的不同尺度，因為唯有跨尺度的空間

性，才能捕捉空間作為作用者的分析面向。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是利用同

樣尺度空間的競爭，跨空間尺度的支配，不斷地拆除既有的建成空間，又

投入資本創造出新經濟空間來解決其危機；文化元素的擴散、政治權力的

支配都是利用、但也受限於跨尺度空間性的影響。前文也提到，社會行動

者要挑戰既有的結構，必須要在不同空間單元中看到限制、找到限制，並

且從地方連結到全球，才可能解決問題。因此，一個空間、社會與文化的

分析必須要是跨不同空間尺度的。下面，我們將根據前面初步建立起來的

分析框架來評論主題論文。

二、空間與文化分析的對話

（一）文化與空間的分析，包括跨不同空間尺度、空間單位間水平
關係，以及單一空間不同單位的交互關係

根據前一小節的討論，本文以社區、村里區、鄉鎮市、縣市、國家、

區域、全球為空間尺度的參照點，進行後續的討論。一個探討空間與文化

的分析架構，應該包括跨不同空間尺度、空間單位間水平關係、單一空間

不同單位的交互關係。一篇完整的研究回顧論文，可以透過一個清楚的空

間分析架構，盡力統合已經發表的文化與空間論文，以便深度展現空間與

文化的理論關聯性，更細膩地探究空間與文化的現象。

王志弘的回顧性論文是對相關研究文獻的整理。以空間尺度來說，從

最小空間單位的藝文館舍、（社區營造的與反迫遷的）社區、空間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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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到更廣的（鄉鎮縣市）文化生活圈、（都市）文創園區、創意城市

等，但過去的研究顯然並沒有涵蓋所有的空間向度，以及沒有探討跨空

間尺度的交互作用。從全球的空間尺度來看，製造業進展到知識、文化與

創意產業，是克服資本積累危機的一個必要的轉折。為了打造空間的特殊

性來取得優勢地位，保存空間文化資產、設立文創園區、建設創意都市等

都是為了凸顯文化特殊性的做法。但是這些獨特的空間彼此具有高度競爭

關係，而多數競爭落敗者為建造這些特殊文化空間而投入的資本將會被抹

除，而且空間文化的特殊性也不再具有獨特意義，結果很可能是在各個不

同空間尺度的資本與地方文化遭遇價值的雙重貶抑。

在民族國家的空間尺度下，國家機器會受到全球資本積累與文化擴散

機制的影響，但是國家機器會向下影響不同文化空間的形成和發展。國家

機器中同時存在著合法性、國族意識、經濟發展的邏輯。國家要建立想像

的共同體，由最小單位的地方感、地方記憶庫、群體意識營造，向上串聯

將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的素材用來再造歷史現場轉並換成國族意識。許多國

族主義的打造是從國家領土範圍的社會安全福利制度或是民主參與經驗，

來累積共同記憶經驗的。此外，國族意識的建造經常受到跨越國家空間的

因素影響，特別是香港和中國因素。國家為了公眾利益，進而保存地方、

公眾與國家社會的生命經驗，而指定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或者為了公眾

利益而進行共同生命經驗的書寫、記錄和空間設置，也可能透過規劃手段

來強化或打造公眾為主體的文化生活圈。換言之，大至文化創意街區、文

化創意園區、創意城市的政策規劃，小至博物館、歌劇院、展演廳、流行

音樂中心等建築的設立，可以被視為兩股政治力量的合謀。另外，中央政

府為了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與公眾休閒的次要目標，根據空間不同條件提

出策畫；地方政府則為了經濟發展積極爭取，並高度配合。

地方文化空間的分析連結到全球或國家向度，除了顯現上位空間運作

邏輯造成的影響之外，還可以發現相同尺度空間彼此競爭和合作的關係。

當地方政府、意見領袖與公眾積極爭取大型展演設施，或是保存文化空間

空間與文化研究分析框架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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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來吸引遊客，地方行動者就必須要提供獎勵、土地、資金等資源，但

是不見得能夠得到預期的利益；即便在地方上，潛在獲益機會也不會公平

地分配到一般居民身上。而且這些展演設施通常是由全球領先的組織設計

規劃，可能和地方空間文化的整合度低，也可能和地方公眾文化欣賞的方

式有些落差，造成外來文化元素主導與支配在地文化空間的樣態。無論是

展演設施或是文化資產空間的保存，如果過度受到上位空間運作邏輯的支

配，這些原本具有獨特文化意義的空間會因為彼此的競爭和模仿變得同型

化，失去對公眾而言具有主體性和地方差別的意義。

若要降低上位空間的支配主導和相同單位空間的競爭的負面影響，

地方公民社會的能耐和韌性就是非常重要的中介因素。即使在全球和國家

的政治經濟邏輯支配下，當公眾處於不同空間單位上，仍然有開展出對抗

的可能性；但是他們必須了解地方文化的公共意涵，透過集體記憶和分享

共同生活經驗，來連結地方上高度異質的公眾，並適當地利用這些機會，

來抵抗支配關係，並且打造屬於地方公眾的文化空間。換句話說，公民社

會在一個特定空間發展出來的抵抗，必須要上升到國家空間、全球空間的

向度，才能面對造成地方社會問題的結構因素，並加以改變。例如，反迫

遷、都市空間游擊隊、佔領都市政治空間（立法院）等等。另一方面，公

眾有機會從日常生活共享經驗，打造以自己為主體的地方感和文化空間。

例如，自然生活空間（聚落以上的不同層級祭祀圈、社區等）。

在一個單位空間內部會同時並存著不同的空間文化元素，他們彼此的

交互關係是一個需要探討的議題，而文化元素的挪用、支配、爭奪、抵抗

與建構則更為具體地發生在這樣的情境中。在一個鄉鎮區，不僅有公眾長

期生活所形成的文化空間（例如，以廟宇為中心的祭祀圈），又會有利用

舊倉庫改造的文創園區，同時還有市政府為了都市再發展所設立的都市再

生工作站(U r b a n R e g e n e r a t i o n S t a t i o n)，或者政府部門指定的文化空間資

產，也會有新蓋的私人博物館，如古根漢美術館等等。這樣的文化生活圈

是一個高度異質的空間，不同空間元素運作邏輯不同，彼此間的複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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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值得深度討論，這樣才能顯現文化空間的複雜和動態性。

（二）文化與空間、政治經濟、社會，是交互作用且持續組裝的進程

文化與空間、政治經濟、社會是交互作用且持續組裝的。最基本論點

就是，空間不會單只是一個文化、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容器，也不只是在展

現這些非物質作用的結果。空間也會限制或者促成對文化、政治經濟與社

會制度的運作。空間既受其他面向影響，也影響其他面向。透過分析跨空

間尺度的作用、同樣單位空間的競爭合作、單一空間中不同文化空間並存

的元素，就可以清楚地發現，空間作為主動與被動因素的雙重性。臺灣過

去有關文化空間的研究成果多數只是將空間當成容器，沒有系統性地探討

空間和其他面向的動態作用關係。

文化和空間的持續組裝，指涉的就是兩者的關係是有層次且會變動

的。以節慶活動來說，可以是非常地區性的，大甲媽祖繞境從大甲鎮的祭

祀圈，逐漸吸引許多信眾參與，變成跨越鄉鎮與縣市的信仰區。而農曆年

的節慶活動則是跨越國家邊界，串聯到全球各地華人居住地點，是一個全

球性的文化活動。節慶活動的空間性、去空間化與再空間化就是一個持續

組裝的過程。各式各樣的節慶受到空間限制的程度不同，當這些活動連結

到全球經濟和國家政治的程度越高，跨過特定地域空間的可能性就越高，

節慶活動和在地居民情感和記憶的共振度就越低，這些節慶活動要創造出

挑戰—亦即列斐伏爾(1991)提到的讓居民脫離既有秩序、挑戰支配體制

的能量—的可能性就降低。節慶活動或是歷史記憶作為一個文化元素，

必須要放在和空間、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交互關係脈絡中進行系統分析，才

具有理論和實踐的意義。

文化和空間的持續組裝，揭示任何面對支配體制的實踐方案，皆不

可能是唯物質論或是唯心論，而是將要空間、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面向

連結進去。臺灣藝術大學藝術政策研究所的一些研究，雖然「他們有關地

方文化館、原住民展示和博物館設置的著作，也論及了社區和地域發展，

因而帶有都市與區域發展之文化策略的問題意識」（本刊頁36），但是空

空間與文化研究分析框架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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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基本上只是一個文化作為的容器。空間、政治經濟、社會的持續組裝關

係，在後續的評述就消失其理論位置。面對整體支配制度的提案則是「主

張『經世致用』貫串了文人從內在身心修養到建立政治哲學與社會思想的

基本價值、投入公共事務和治理國家的入世態度，以及治法與治術的落實

手段，可以作為重建東方文化政策批判與治理論述的方法」(ibid.: 19)，很

顯然，這是一個以文化為主體的唯心論主張，文化、空間、政治經濟、社

會等諸面向並沒有一個對稱的理論位置，來構成可能的改革路徑。

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相較於臺灣藝術大學藝政所，則是從規劃

專業出發，結合政府部門的規畫政策來針對空間進行一定程度的必要性作

為，因此空間的重要性應該更為顯著。王志弘的回顧方式是依照編年史序

列，靜態地描述由這個單位發表的論文，對於文化生活圈的定義，以及文

化對於都市規劃的重要性，以文化應用在都市規劃的操作方法加以整理。

並且指出除了都市計劃以外，臺北大學的研究推進到文化創意產業、創意

城市，以及這樣的發展所產生的經濟與社會的負面效果。但是這篇回顧論

文並沒有進一步評析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的交互作用機制對於文化生活

圈之形成有何影響，以及文化生活圈如何與後續的政治經濟制度變遷交互

作用。在一個文化生活圈中，不同的空間單位彼此交互關係型態如何？

相較於其他空間（文化創意園區、創意城市）的關係模式，文化生活圈又

具有甚麼樣的獨特性？此外，文化生活圈的研究移轉到文化產業或是創意

城市，是在什麼樣政治經濟與社會背景下發生的？也應該是值得討論的議

題。有關於創意聚落的研究文獻清楚指出，資本主義資本積累的危機不只

是透過建成空間來修補，還需要具有國家政策推動，與文創工作者協助使

用知識和文化元素的創意與真實性修補（邱淑宜　2014；林文一、邱淑宜

　2016；邱淑宜　2019）。簡言之，雖然評析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出經濟政

治、文化和空間的持續組裝關係，但是空間仍被當成一種被動的容器。

從學術專業社群的角度出發，如果研究文化空間時缺乏本文前一小節

提出的一個開放且持續組裝的理論分析框架，以及抱持高度認識論上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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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性(Bourdieu et al. 1991)，就很容易忽略文化、空間與其他元素間的複雜

且對等的作用關係，反而是以文化政策與管理領域、都市規劃、城鄉建築

等專業領域知識為核心，主導整個分析方向。

（三）對文化豐富與多樣性可衍生複雜組裝機制的必要探討

文化的理解主要還是從知識與統治階層出發。英國文化研究的研究取

徑，強調日常生活或是常民的生活經驗是文化分析不可或缺的面向，也使

得文化在和生產、消費、權力運作、社群認同與意義構成等面向，會發展

出不同的機制，並且需要去探究這些不同機制的連結方式與連結型態。因

此，文化治理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和社會脈絡下形成的一種機制，基本上

只是面對國家文化政策的一種模式。無論是劉俊裕(2013)有關都市文化治

理與文化策略的討論，或是邱淑宜(2016)、邱淑宜與林文一(2014,  2019)

對於文創聚落的系列研究，主要是以文化行政人員、資本家、藝文精英專

業等行動者參與文化政策或文化空間建構，來展現文化治理的過程及其社

會影響。這樣的分析框架非常重要，但也必須了解使用這樣的觀點來探討

文化時諸多可能的限制。這些研究聚焦於資源或是文化元素豐厚的都市地

區，對於非都市地區的文化治理就鮮少討論；且這些研究也沒有從公眾日

常生活的視角取得常民的資料，來探討他們對於文化政策、文創聚落發展

的想法、參與意願，以及對於其所造成社會影響的見解。當我們選擇將文

化治理當成主要機制時，選擇的分析空間和行動者類型就會受到顯著的影

響。因此我們理解一個分析框架的限制時，就必須更為開放、更為深入地

去理解在臺灣有哪些機制的存在，以及這些機制的連結，還有為什麼現階

段的一些研究分析的重點都只在特定的文化面向和文化運作機制。

根據這篇回顧性論文，依照主題整理的城鄉（空間）文化策略批判

與爭辯的重點包括：地方營造與發展主義、歷史記憶的再現化，意義競逐

與商品化焦慮，藝文館舍、節慶展演的展示政治，及對發展主義、創意聚

落、文創園區與創意階級的批判等。如果從國家機器在不同時期、因為政

治環境（獨立國家認同意識等）與整體經濟狀況所推動的（文化）政策來

空間與文化研究分析框架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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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這四個主軸，大致上來說是符合當時的需要。因此作者指出：「多數

批判集中於國家和資本主導之文化發展策略下，自主性喪失、記憶失落、

階級不平等、分配不均、過度商品化、權力鬥爭、發展掛帥、環境破壞等

問題，或可歸結為國家宰制、階級支配、資本積累、文化失落和環境危機

等，分別涉及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與環境的主軸。」

如果從流行文化的閱聽人角度來探討，重要主題就不限於歷史記憶、

地方營造、藝文館舍、文創聚落和節慶展演，而且文化不是治理的問題，

而是具有挪用、轉譯、重新詮釋的可能性；文化的自主性也不會限定在社

區營造的範圍，而是更為寬廣地連結到日常生活的公眾。林芳玫(1996)研究

由文化工業製播的連續劇的女性閱聽人，比較分析具有哪些社會經濟背景

的行動者，能夠再觀賞流行文化產品時，發展出具有自主性的詮釋，進而

改變自己與外在環境；而林鶴玲(1999)研究在髮廊閱讀八卦雜誌的讀者，發

現閱讀環境（髮廊的停留時間與髮廊對雜誌的選購）的限制相當程度地影

響了閱讀者選擇與轉譯文本內容的自主性和能動性。這些研究顯示，流行

文化、經濟、社會行動者之間存在著不只是治理與被治理的複雜關係。流

行文化代表著一種穿越物理空間的限制，能將文化元素普及化；但在適當

的政治機會結構下，可以發展出另一種可能性：透過共同居住在同一空間

領域、高度邊緣化但具有高度社會連帶的群體，透過組織網絡連結鞏固群

體文化元素並且加以傳播，發展出挑戰流行文化的次文化；而在這種抗衡

下，有可能同時保存地方文空間的特殊性與社會群體的文化主體性。

三、結論與討論

如果要凸顯文化、政治、經濟與空間的複雜作用關係，並且符合前

一段所提到的分析原則，臺灣原住民的族群主體建構可作為一個精彩且值

得重視的案例，讓我們思考要探討城鄉地區的文化策略目前研究成果的限

制，以及指出重要但會被忽略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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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在解嚴後，持續建構族群主體性，逐一落實在從1 9 8 0年代

的還我土地運動，並持續發展到21世紀爭取傳統領域的完整劃設等系列運

動。以臺灣的經驗來分析，經濟高度發展後，隨即展開爭取政治民主化和

國家認同主體意識的建構，政治與文化相對來說顯得特別重要，但是經濟

面向仍然不可忽略。這個時期的文化主要是連結到國家認同的各種文化元

素，而發動認同建構的主體最早是來自於國家，推動的視角是來自於臺灣

的內部，也因此鼓勵地方文史的紀錄和社區總體營造，促使社會公眾將生

命經驗轉化成為在地認同。但是另一方面，立足臺灣就會凸顯地方與群體

的差異性，因此在主體認同建立的同時，不同群體多元尊重的論述也逐漸

展開，提出閩、客、外省與原住民族四大族群共同存在，以取代獨尊單一

族群的主張。地方文史和社區總體營造重新鞏固地方認同，並且透過這些

差異地方感的串接，發展出臺灣認同；在這裡，空間是地理基礎衍生的象

徵空間。

相對來說，原住民族在文化保存和族群主體性的建構上，則是發展出

實質和象徵空間並重的傳統領域劃設。文化是在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上由

生產、交換、消費、藝術展演、信仰等各種活動所創造與累積的，因此被

漢人使用與統治者控制的傳統領域空間必須還給部落，才能夠堅實地重建

與開展原住民族文化。原住民傳統領域劃設牽涉到不同空間尺度間的作用

關係，葉高華(2016, 2017)對於布農族、泛泰雅族、排灣族與魯凱族集體遷

徙的研究指出，日治時期、國民黨政府與2009年莫拉克風災不同時期的部

落空間移動，造成差別性的影響。日治時期透過政治權力積極介入，長距

離跨縣市地遷移部落，並且將原來敵對的部落並置在同一個空間，對原住

民族的社會關係、部落文化發展造成重大負面影響。相對來說，國民黨政

府是依照原來部落結構進行遷徙，對部落的衝擊比較小。至於莫拉克風災

建置的永久屋，則是依照家戶分配，對原來的社會組織和文化造成破壞性

的後果。原住民族的遷徙史是發生在不同鄉鎮與縣市的空間範圍，跨越不

同的部落範圍，並由國家行使的土地空間管理權主導設定遷徙目的。政治

空間與文化研究分析框架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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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對於原住民部落的控制，就是利用空間移置，削弱部落因奠基於地理

空間的熟悉度和對重要地點的控制權而產生的抵抗能力；同時，新部落空

間可以提高統治者設計監管的能力。空間就是一種權力，因此要充分建立

原住民族主體性，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歸還原住民族的日常生活、從事各式

各樣活動的傳統領域空間。

市場經濟在1950年代大舉進入原住民部落，將過去以維持成員生計為

目的的作物生產，轉變成取得利益和財富的勞動，合作共享的關係也被競

爭關係取代，因而增加了部落成員之間的社會經濟不平等，並且讓過去集

體擁有的土地變成私有財產（黃應貴　1992）。原住民土地在資本主義運

作邏輯的指導下，持續開發休閒旅遊、農業生產、礦產的經濟價值，吸引非

原住民透過租用或是高額抵押的方式來取得原住民保留地的使用權，使得

土地產權關係變得非常複雜，特別是當原住民族具有資本的成員積極地與

外來非原住民投資者合作開發，土地空間利益關係就無法簡化地只從原漢

的角度來區分處理。又，傳統領域的劃設，更牽涉到資本主義體制進入原

住民族居住地後，產權私有化和保留地土地開發利益改變原住民共同體內

涵的問題，使得傳統領域劃設若是以原住民族共同體所設定的傳統領域為

基礎，就必須處理原住民族私有土地產財權與共有使用權的連結方式；此

外，也必須討論土地利益弱化了部落身分共同體，而在圍繞著共同利益階

級身分的傳統領域上，強化了缺乏共識之問題（官大偉　2014）。經濟運

作的邏輯改變了空間（原住民保留地）使用的方式，造成部落社會中的經

濟不平等關係，並且創造出族群內部的社會角色（階級）轉變、原漢資本

階級間的緊密合作超越部落成員間者，並且創造新的空間開發手段與土地

所有權型態，這種資本主義空間結構限制了傳統領域空間重建的可能性。

具體來說，目前傳統領域的劃設排除具有產權的私人土地，而且在1 9 9 0

年代，就有在原鄉擁有或租用土地的漢人組成的「山地鄉平地住（居）民

權益促進會」，成功阻擋原住民土地權入憲（顧玉珍、張毓芬　1999）。

傳統領域劃設是因為原住民族不同組織間的串連和動員，並掌握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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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部適當政治機會結構，包括政黨輪替、原住民族基本法的通過、原住

民族轉型正義的推動、歐美各國對於原住民族權益的重視等等，而得以持

續調整既有國土空間使用，使之更符合原住民族的主體性、自治權和文化

權。傳統領域是一個物理空間、經濟空間、文化空間與政治空間。原住民

意見領袖馬躍・比吼說：「原住民的文化與土地息息相關，是在特定的土

地上發展出來的，離開土地就難以延續。」 2由於這個土地的管理是共有

的，所以必須讓部落成員共同討論，並共同治理土地上的自然資源與文化

資源，而不再只是依照私有土地權恣意使用，過度強化競爭關係或排除部

落成員的使用權益。當自然與經濟資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共同享有，就有

機會吸引離鄉的部落成員回到部落。

在殖民與威權體制下，原住民族被剝奪的不是只有文化，還包括政治、

經濟、社會、空間的權利。以時間序列來說，解嚴後釋放的政治權力，是

促使原住民族建立主體性的條件，不必然是由「通過文化來遂行政治、經

濟和社會場域之調節與爭議，以各類組織、程序、知識、技術、論述和實作

為運作機制而組構的體制／場域」（本刊頁34）。對部分群體來說，在特

定的階段，必須要透過空間土地來遂行文化、政治和經濟的調節；亦即，

如果沒有實質空間領域的歸還，原住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政治權利、經濟

生產的維護是難以達成的。傳統領域劃設與共同治理是一個文化、政治經

濟、空間與社會持續組裝的過程，是一個實體空間、想像空間與空間實作

並行的過程。傳統領域劃設也必須要面對既有土地使用方式的限制、利益

團體遊說與收買、部落內部意見的差異、公部門土地管理的常規模式等，

衝突與反挫必定會不斷地出現。這個空間雖然命名為傳統，但絕對不是固

定化的，也不是回到傳統，而是去展現與累積原住民族豐富的生活經驗。

從臺灣原住民族的角度來看，「劉俊裕還嘗試將這個（文化治理）

典範轉移奠基於『再東方化』的思辨和實踐上，將文化治理接回儒家以文

2 完整發言見：馬躍・比吼。2017。〈我們要回家 「原住民傳統領域」Q＆A〉。
https://reurl.cc/Yl4x70，（瀏覽日期 2019/6/30）。

空間與文化研究分析框架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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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經世致用』的『倫理中心的知識體制』傳統」(i b i d.:  36-37)的主張，

就顯得太過於唯心論、太過於漢人中心主義、太過於去政治化。原住民族

主體性的建立，必須要從生活的物質空間（土地）權利的獲得、傳統知識

體系的建立（再現的空間）、經濟生產體系在居住空間重新的建構（空間

的再現）來逐漸形成。原住民族主權運動除了傳統領域的劃設外，也向

外連結到南島語系的族群，共同分享在定居者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支配

下，如何維持原住民族的權利和主體性。這個透過海洋串流的群體連結，

無論是在社會變革的策略上或是對於空間的理解上，都很有啟發性。一方

面，如同史畢娃克(Spivak, 1999)所說的，「我們必須正視當地抵抗的能動

力，而這扣連到了各地人民包圍全球的運動」，這是一種跨國族性的書寫

和抵抗。如果社會變遷的研究只限定在社區、文化創意階級，面對全球政

治經濟結構的主導性力量，能夠回旋轉身造成改變的力量就很有限。另一

方面，原住民族視野下的海洋是一種流動的空間，一望無際但又存在著邊

界。海洋本身具有動力，可以推動搭載著人群的船隻，將不同的知識、文

化、社會關係連結起來（雖然不一定都是正面的影響），形成南島族群和

文化，這也顯示了空間因素的作用性：它可以促成社會群體間的開放、串

聯，且越是彈性、越是液態的空間，就越具備這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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